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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生态效率:
来自我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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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研究其能否提升生态效率及其作用机理,对我国把握数字

经济发展机遇,实现与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有效保护相协调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内生增长理

论、外部性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特征,选取我国 2011—2023 年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非期望的超效

率 SBM 模型对数字经济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省域生态效率;技术创新在数

字经济正向影响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通过将 30
个省份划分成东中西 3 个地区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均成立,其中数字

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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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GU Weiyu1, YAN Weifeng2, ZHU Wei1, MA Yuanyuan1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 key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whether it can impro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its mechanism,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with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externality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by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unexpected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vincial ecological efficienc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conomy positively aff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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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By dividing 30 provinces into three regions, East and west, and conducting regression respectively, it i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strongest effect on improv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weakest.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ecological efficienc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生态效率是刻画经济产出与资源节约、污染

防治相统一的重要尺度,其不断提高是我国新时

代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双碳计划”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字革命席卷全球,逐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全过程,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期,数
字经济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已然成为我国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力量。 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4
年)》,2012—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 11. 2
万亿元增至 53. 9 万亿元,11 年期间增长了 3. 8
倍;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 20%
多增至 42. 8% ,数字经济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

率逐步上升,2023 年达到 66. 45% 。 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

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国务院《“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认为,“十三五”期间数字经济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进一

步明确,“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

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政策加大引

导、供需两端持续发力,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

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

济发展能否同时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 影响机制

为何? 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探寻数

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可行

之道。
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影

响的理论基础和机制分析缺乏广泛的讨论。 为回

应现实需要,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外部性理

论、经济效率理论等经典理论与数字经济的特征

和规律,利用增长函数 Y = A ( t) ·F 〔K ( t), L
(t)〕,对数字经济之于生产要素的丰富与调整、资

源配置的优化、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理论阐述,通
过面板数据计量等方式对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

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

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一)数字经济的研究现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7 年发布的《中国数

字经济白皮书》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

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

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

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

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

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目

前对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直接测算法、指
标体系法以及卫星账户法。

目前,学者们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聚焦其

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对经济

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学术界普遍对数字经

济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持肯定态度,如荆文君

等[1]、宁朝山[2]、李三希等[3]、李鑫等[4]。
中观层次的研究主要针对地区和产业,马嫣

然等[5]、王军等[6] 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

区域的协调发展,并且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

性;在产业方面,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之于制造

业[7]、金融业[8]等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此外,也有不少文献从居民、企业(平台)、政

府等微观层面进行了分析。 其中,数字经济之于

居民收入及差距[9 - 11]、居民消费[12 - 14]等方面的研

究十分丰富,但结论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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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效率的研究现状

生态效率兼顾了经济与生态效应,是基于投

入产出视角,对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

护三者协同关系的刻画。 生态效率本质内涵就

是要投入最少的资源、以最低的环境代价,实现

最大化的经济收益。 生态效率的主流测度方式

可以分为以下 3 种:单一比值法、系统指标法、模
型法。

学者对于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分析非常丰

富,主要涉及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外

开放水平等多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具备正向影

响。 张优智等[15]认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

了绿色经济效率提升;郭妍等[16] 通过研究指出环

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还
能通过促进 R&D 投入间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屈
文波[17] 则利用 SDM 模型支持环境规制之于生态

效率的作用,认为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有明显

的溢出效应。 但也有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 程

柯等[18]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发现环境规制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先增加然后减少,特别在重度污染

行业中,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
学者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会影响资源集约利用。 以

汪艳涛等[19]、蔡玉蓉等[2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产业

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会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
而陈明华等[21] 则通过对局部地区的实证研究发

现,即便是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

的提升作用也并不明显;黎振强等[22] 认为数字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对于技术创新之于生态效率的影响,Ghisetti 等[23]

对意大利各生产部门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
现绿色技术创新能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岳立等[24]

通过对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的分

析,指出由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更着重于生产而非

绿色技术,导致创新水平与生态效率没能呈现显

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而邵帅等[25] 和 Chang 等[26]

则认为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对更多资

源的消耗,不利于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 关于对

外开放水平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研究,毕斗斗等[27]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认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有助于

提升旅游业生态效率,并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

应。 除以上因素的研究之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

化进程、人口密集程度、产业聚集等也是为学者们

所关注的方面。
(三)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和生态效率可

以分为以下 4 个大方向。
第一,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学者们的结论基本认为前

者对后者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且主要研究了产

业结构升级、产业融合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肖

远飞 等[28] 在 利 用 SBM-ML 模 型 测 算 各 省 市

2005—2018 年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分
析指出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效率,
并且是通过加速市场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人力

资本等途径产生的效果。 程文先等[29] 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边际

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周晓辉等[30],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扭曲而不能

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来实现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同时指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的发展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久提升的动力来

源。 梁琦等[31]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城市生

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认为产业结构升

级可以在其中发挥明显的中介作用。 但也有学者

持不同观点。 Zhang 等[32] 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业生态效率与数字经济的相关性呈倒 V 型趋

势,而数字经济与纯技术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则呈

现波动的 W 型格局。
第二,研究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学者也普遍认为前者能对后者产生积极作用,且
这种作用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协调等实现。 邱子

迅等[33]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地区全要素

生产率,并且指出这种提高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

现;张焱[3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两者的关系,
指出数字经济的高技术性、高融合性和高协同性

特征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并且这种提

升作用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杨汝岱等[35] 将企业数

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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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产出弹性为 0. 07—0. 09,上游的数字化发展

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

产率水平。
第三,研究了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的数字

金融之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结论并不

完全一致。 范欣等[36]探讨了数字金融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机制,发现前者可以通过

提高技术创新、提升区域创业水平显著正向影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谢东江等[37]认为绿色金融不

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

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还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 雷

晓丽[38]认为数字金融对技术创新驱动流通产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数字

金融跨越第一重门槛后,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有

所提升,当数字金融跨越第二重门槛后,技术创新

的促进效应开始减弱。 江红莉等[39] 利用 SBM-
GML 模型对中国 26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

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实证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

色效率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呈正“U”
型,而绿色技术进步与改善资本错配是前者作用

于后者的内在机制。
第四,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数字经济之于绿色

经济发展、低碳发展等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樊轶

侠等[40]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 GDP 指数,发现

数字经济与经济绿色化之间存在着“倒 U 形”曲线

关系,且“能源回弹效应”是造成倒“U”型曲线的

关键。 徐维祥等[41]通过对 2011—2017 年我国 386
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及 DID 模型分

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城市碳排放,但
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徐昊等[42] 利用 2011—
2018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

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资源依赖以及绿色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有效

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且有显著的正空间外溢

性,能够缓减自然资源依赖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

有学者对数字经济作用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进

行了研究。 骆行等[43]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揭示

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积

极作用,认为降低资源错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数

字经济推动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 赵超

等[44]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优
化能源结构、提升资源利用率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低碳产业发展。 通过梳理以上对于数字经济、生态

效率以及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两者

各自的研究较为丰富详实,但鲜有聚焦两者关系的

研究。 因此,有诸多值得深入补充研究的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学术界已有研究,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外
部性理论等经典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的特征和规

律,本文对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技
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
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首先,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以用户

数量的平方速度增加,外部性特征使得在用户规

模达到临界值后将触发正向反馈,降低边际成本

与平均成本,这样的成本特征将使得行业平均成

本下降,形成规模经济。 在数字经济之下,不论是

数字产业还是受数字化影响的传统产业,参与其

中的厂商易形成较高固定成本、较低边际成本的

成本特征,能够提高整体的要素利用效率,从而提

升生态效率。
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生态友好型投

入要素,对生态效率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数字经

济的蓬勃发展,数据、算力等逐渐成为被经济参与主

体所关注的生产要素,形成了对增长函数中原有要

素 K(资本)、L(劳动)的补充和丰富。 同时,以数字

化信息为核心的新要素可以实现对传统高污染、低
产出要素的替代和补充,且相较而言属于环境友好

型资源,具备较好的转化效率,可以降低生产的资源

环境代价,实现对于生态效率的提升。
再次,数字经济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生态效率。 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经济相关技术

帮助实现供需方广泛及时的信息交流,降低了搜

寻成本[45],缩短了交易时间,并且形成了更精确及

时的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议价与决策

成本。 数字经济通过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源

的高效链接,使得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速度发生

了变化,实现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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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数字经济能够实现对于绿色理念的传

播与生态环境保护反馈机制的构建,实现对生态

效率的改善。 其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为

传播绿色理念提供丰富的数字媒介,提升全社会

对于生态建设的认知[46]。 其二,数字经济的范围

经济效应、长尾特征不仅能实现对于差异化消费

需求的满足[47]。 同时,还扩展了现有的消费者行

为理论的分析基础,消费者不再单纯依靠预算范

围内的效用最大化来进行消费,同样被大数据和

算法所影响[46],甚至为其所支配[48],因此,还能借

助构建绿色消费平台、打造绿色产品等方式实现

释放绿色消费红利,提升生态效率。 其三,数字技

术的发展、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畅通政

府、企业、公众的互动,同时,实现对于节能减排的

精准数据抓取分析与有效监管[49],在全社会形成

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反馈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能够提

升生态效率。
(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

1. 数字经济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基础

第一,数字经济能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

支持。 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具备风险高、投资

期长等特征,能否有效实现资金的运营、突破融资

约束是影响创新能力的一大关键[50],而数字经济

能在以下方面提供改善的可能:一是数字经济的

发展为金融机构抓取和分析用户信息提供了机

会,能有效降低放款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51],畅通企业的借款流程[52],提高信

贷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数字经济政策可以通过

政府的资金投入、补贴政策和数字金融环境的改

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从而助推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53]。 数字金融的发

展正在逐步改变企业融资的传统模式,提供了更

为多样化和便捷的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难

度。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

提供的融资机会,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

新活动[54]。 另外,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在线支付、
电子商务等规模逐步扩大,企业与产业上下游之

间的联系与交易速度得到大幅提升,能够优化企

业的资金运营水平[55]。

第二,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产学合作、促进产

业融合提升创新能力。 一方面,研究证明产学研

合作有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提升企业创新质

量与效率。 而企业与学校之间存在组织文化、工
作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

搜寻成本、沟通成本过高的问题[56],而数字经济能

够通过提供创新平台、沟通媒介等多途径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限制,为产学合作提供便利。 另一方

面,不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过程中,都
存在各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降低了产

业之间的壁垒,现实了“流动空间”与“流动行业”
的叠加协同效应[57],这不仅能直接赋能传统产业

的数字化创新升级[58],也能催生出诸多新的产

品[59],还能通过数字浪潮、数字暗流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60]。
2. 技术创新能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三

大效应,即增长效应、资源环境效应和结构效应。
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甚至“创造

性毁灭”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与源泉。 在现实

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厂商会出于获得垄断利润等

目的不断增加对于研发等费用的投入,进而推动

了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推动了新产品、
新工艺、新方法的实现与发展,不断改进或替代效率

低下、污染严重的生产过程与工艺,这既能实现对于

社会生态效率的改善又能实现经济的增长[61]。
创新能够形成资源与环境效应[62]。 现有文献

认为科技投入、科技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和生态治理水平,对部分地区的供给效率

有促进作用[63]。 第一,以新材料、节能技术为代表

的不涌现的创新技术为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可

能,技术创新在降低原生产过程能耗与污染的同

时,也通过对原有非环境友好型资源的替代促进

了循环与集约[64];第二,创新能够帮助实现对于高

能耗、高污染的预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可以高效应用于水污染监测数据的生产采集、
存储、管理、共享、服务及大数据分析和决策等方

面[65],这些创新对于实现清洁生产、降低污染排

放、增强环境复原能力具有重要意义[66];第三,随
着社会的发展与绿色生态理念的增强,创新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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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高效为重要演进方向,并且将关注产品从

研发到生产、交易甚至报废回收的全流程,这将在

最大程度上实现对于生态、经济、社会等多个目标

之间的协调发展。
另外,创新也能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来提

升生态效率。 尽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演进受到诸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源头而言,技术创新仍

旧是推动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 技术

创新能突破各种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转型发展的

制约,不断实现对综上,创新能通过促进增长、形
成资源环境效应、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升整体

的生态效率,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2:数字经济能通过促

进技术创新间接提升生态效率。
综上,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

机制总结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假设,设定以下方程

对假设 1 进行检验。
EE it = C1 + α1 DE it + α2 Controlit + ε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EEit 为 i 省 t 年的生态效

率值,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t),
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地区人均生产总

值(PGDP)、城市化率(UR)、人口密度(PD)、开放程

度(OPEN)、产业合理化程度(TDL)、产业高级化程

度(IS)、政府财政投入(GOV)7 个控制变量。
2. 中介检验模型

为检验假设 2,分析技术创新(TE)在数字经

济(DE)促进生态效率(EE)提升中是否发挥了中

介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67]的研究方法,分别建

立解释变量 (DE) 对中介变量 ( TE)、解释变量

(DE)与中介变量(TE)对被解释变量(EE)的回归

方程(2)与方程(3):
TE it = C2 + β1 DE it + β2 Controlit + μit (2)
EE it = C3 + γ1 DE it + γ2 TE it + β3 Controlit + ξit

(3)
式中, α1 为数字经济(DE)对生态效率(EE)

的总效应, β1 × γ2 为通过中介变量技术创新(TE)
传导的中介效应, γ1 为数字经济(DE)对生态效率

(EE)的直接效应。 α1 = γ1 + β1 × γ2, 即总效应

可以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之和来表示。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生态效率

通过对于文献的梳理,本文将生态效率定义

为在某一区域内,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效益

的比值。 在方法上,借鉴梁琦等[68]的做法,采用非

期望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我国 30 个省份(不含

西藏、港澳台地区)2011—2023 年的生态效率,在
模型中包含环境投入、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三

个部分,表 1 列示了具体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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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各省年末投资存量的测算,遵循的

是 Goldsmith 提出的永续盘存法。 而针对基期资本

存量的确定和折旧率的选择,单豪杰[69]、张军

等[70]的估算方法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本文采用

张军的方法,将基期(2010 年)的固定资产投入额

除以 10%作为这个省份的初始资本存量,并将折

旧率设定为 9. 6% 。
表 1　 生态效率指标构建体系

目标层 构成 指标层 数据来源

投入

资本投入
年末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万元) 《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投入 从业人员数(万人) 国家统计局

能源投入
能源消耗总量 (万吨标
准煤)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非期望
产出

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工业废气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工业固体
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
生量(万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期望产出
地区

生产总值
地区实际生产总值 (亿
元) 国家统计局

所用的非期望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是将超效

率 DEA 模型和非期望产出 SBM 模型相结合的一

种模型,可以通过 MaxDea、MATLAB 等数据软件实

现。 其基本思路是:先使用 SBM 模型对决策单位

的有效性做出鉴定、恰当处理非期望产出,再通过

超效率 SBM 对有效的决策单元(DMUs)进行评

价。 图 2 图示了通过这个方法测度的 2011—2023
年全国 30 省份生态效率的均值和极差情况,整体

而言,我国生态效率逐步提高,经济发展与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之间更加协调,但是从极差来看,生
态效率的水平在省际之间差异较大。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1)指标构建

目前,有关数字经济的测度和衡量尚未有统

一标准,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赵涛等[71]的方

法对 2011—2023 年的我国 30 个省份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测度,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互

联网发展水平共同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共
计分解成 5 个三级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图 2　 2011—2023 年我国 30 省份生态效率均值及极差情况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

互联网
发展水平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

《中国信息年鉴》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从业
人员占比

国家统计局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国家统计局

移动电话普及率 国家统计局

(2)熵值过程

对于熵值法而言,可以在同一时期(年)对各

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测度,多年则分年多

次重复步骤进行熵值,计算需要进行数据标准化

(解决各指标数据不同量纲的问题)、计算指标信

息熵、确定信息熵权重以及进行综合评分 4 个

步骤。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由于 5 个子指标都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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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标,因此按式(4)对其进行标准化:

X ij =
X′ij - min(X j)

max(X j) - min(X j)
,( i = 1,2…,m;j =

1,2,…n) (4)
式(4)中 X ij是第 j 个指标(共计 5 个子指标)

中第 i 个评价对象(共计 30 个省份)的标准值,X′ij
是第 j 个指标中 第 i 个 评 价 对 象 的 原 始 值,
max(X j)和 min(X j)和分别是第 j 个指标中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是计算指标信息熵。 先按式(5)计算

第 j 个指标中第 i 个对象的比例 Yij,再计算其信息

熵 ej:

Yij =
X ij

∑
m

i = 1
X ij

(5)

ej = - 1
lnn∑

m

i = 1
(Yij·ln Yij) (6)

第三步是确定指标的信息熵权重 W j(7):

W j = -
1 - ej

∑
n

j = 1
(1 - ej)

(7)

最后,利用标准化数据与信息熵权重相乘计

算综合评分 R ij:

R ij = ∑
n

j = 1
X ij × W j (8)

(3)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概况

表 3 展示了 2011—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整

体情况,从各年平均值来看,我国数字经济整体的

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均值从 2011 年

0. 078 提升至 2023 年的 0. 570。 但是考虑地域发

展差异,可以发现,极差呈现整体的扩大趋势,说
明我国数字经济在省际之间的发展广度和深度差

异可能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在后续的分析中

需要分地区情况进行研究。
3. 其他变量

技术创新(TE):考虑到专利申请的受理在省

际间存在较为统一的标准,且“专利申请受理数”
是被学者们所广泛认可的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之

一,是比较理想的中介变量指标,本文选取各省份

专利申请受理量与总人口之比来测算人均值,并
在计量中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表 3　 各年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均值及差异情况

年份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极差

2011 0. 393 0. 009 0. 078 0. 384

2012 0. 444 0. 035 0. 108 0. 409

2013 0. 498 0. 077 0. 148 0. 421

2014 0. 545 0. 094 0. 166 0. 451

2015 0. 609 0. 117 0. 194 0. 492

2016 0. 558 0. 117 0. 184 0. 441

2017 0. 635 0. 161 0. 239 0. 474

2018 0. 818 0. 261 0. 359 0. 558

2019 0. 993 0. 370 0. 480 0. 623

2020 0. 994 0. 382 0. 510 0. 612

2021 0. 995 0. 394 0. 550 0. 601

2022 0. 996 0. 410 0. 580 0. 586

2023 0. 996 0. 426 0. 596 0. 570

人均生产总值(PGDP):人均生产总值反映了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其绝对数值较大,在计

量过程中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城镇化率(UR):城镇化会对产业结构、生产

生活方式、思想理念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从
而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地区的生态效率,本文用各

省城镇人口数与总常住人口数之比衡量城镇化

水平。
人口密度(PD):人口密集程度会对区域的资

源消耗、环境污染、经济产出同时产生影响,基于

数据可得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所披露的各省

城市人口密度来进行表征。 由于绝对数值较大,
在计量过程中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开放程度(OPEN):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某省对外资源交换与经济交易的速度与深

度,本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与实际生产总值之比

来进行衡量,在汇率换算中,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均价进行换算。
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合理

化程度(TDL)和产业高级化程度( IS)两个方面,本
文借鉴干春晖等[72] 的做法进行测度,合理化程度

用泰尔指数的倒数衡量,高级化程度用第三和第

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进行衡量。
政府财政投入(GOV):选用各省每年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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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支出与当地实际居民生产总值之比来测

算,以研究政府行为或者支持力度对于省域生态

效率的影响。
4.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除西

藏、港澳台)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以上数据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中国信息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统计

年鉴,部分缺失值采取线性插补法等进行填补,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列报在表 4 中。

在对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变量间的多重共

线性进行了检验,方差检验系数 VIF 值为 4. 08,小
于临界值 10,因此变量取值较为合理,变量之间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取
对数

定义 /计算

Ee 0. 632 0. 324 0. 208 1. 323 否 综合指标

De 0. 217 0. 153 0. 009 0. 996 否 综合指标

Pgdp 10. 82 0. 442 9. 691 11. 958 是 实际 GDP /总人口

Ur 0. 577 0. 124 0. 344 0. 942 否 各省城市人口密度

Pd 7. 881 0. 41 6. 639 8. 669 是 总人口 /总面积

Open 0. 288 0. 308 0. 014 1. 464 否 进出口总额 /实际 GDP

Tld 1. 22 0. 614 0. 517 3. 989 否 泰尔指数的倒数

Is 1. 271 0. 743 0. 527 5. 223 否
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
产值

Gov 0. 296 0. 122 0. 121 0. 783 否 财政预算支出 /实际 GDP

Te 2. 621 1. 251 0. 254 6. 693 是
专利申请受理总量 /总
人口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1. 估计结果分析

(1)模型选择

在对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时,
需要使用豪斯曼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 000 4(小于 0. 01),因此拒绝选用随机效应

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同时,表 5 分别报告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模

型 1)、混合 OLS 模型(模型 2)、随机效应模型(模
型 3)进行回归的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系数

R2为 0. 582,且为 3 个模型中的最高值,模型的拟

合效果较好。
(2)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此,主要对表 5 中模型(1)即固定效应模型

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数

字经济以及其他对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的控制

变量。
表 5　 混合 OLS、随机效应模型及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1) 混合回归(2) 随机效应(3)

Ee ee ee

De
2. 526∗∗∗ 1. 786∗∗∗ 2. 470∗∗∗

(7. 647) (5. 722) (8. 213)

Pgdp
- 0. 558∗ 0. 363∗∗ - 0. 172

( - 1. 712) (2. 337) ( - 0. 822)

Ur
3. 269∗∗ 1. 706∗∗∗ 2. 253∗∗∗

(2. 075) (4. 086) (2. 930)

Pd
- 0. 154 - 0. 472∗∗∗ - 0. 360∗∗∗

( - 1. 102) ( - 7. 193) ( - 3. 574)

Open
- 0. 701∗ - 0. 844∗∗∗ - 0. 823∗∗∗

( - 1. 701) ( - 5. 452) ( - 3. 911)

Tld
0. 211 - 0. 013 0. 103

(1. 271) ( - 0. 139) (0. 864)

Is
0. 084 - 0. 174∗∗∗ - 0. 191∗

(0. 409) ( - 2. 837) ( - 1. 947)

Gov
- 3. 206∗∗ 0. 678∗∗ - 0. 014
( - 2. 308) (2. 574) ( - 0. 028)

_cons
7. 217∗∗ 0. 465 4. 931∗∗

(2. 362) (0. 266) (2. 211)
Province FE 是 — —
Year FE 是 — —

N 270 270 270
R2 0. 582 0. 566 0. 558 0

注 ∗、∗∗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 和 p < 0. 0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数字经济(DE)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为

2. 52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表

明假设一成立,数字经济对于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种较强的正向影响可能来

自于数字经济所有的规模效应,能够降低边际成

本和平均成本;有可能来自数字经济能够实现以

数据为代表新兴生产要素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要

素的替代或补充;也有可能是数字经济通过帮助

实现了信息等的及时传输优化了的资源配置效

率。 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能为我国实现生

态效率提升、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动力。
地区经济发展指标(PGDP)的系数为负,且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

仍未摆脱产生较高资源消耗、较重环境污染的局

面。 在新时代,在实现双碳计划的新阶段,不断提

高生态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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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题。
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城镇化(UR)的推进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备较大

的正向影响。 城镇化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向以

非农业产业为主的社会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实现,
不仅影响了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使得产业发生集

聚,资源利用、污染治理效率得到提升。 同时,使
得劳动力从低端农业生产活动中释放出来,受教

育水平不断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也会对整个

社会的思想理念产生重大影响,使得绿色低碳、高
效节能发展逐渐成为共识。

地区开放程度(OPEN)对生态效用的提升具

备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进出口贸易角度而言,可
能是由于过去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位置,
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使得地区消耗更多资源、产
生更多的污染排放、生产低附加值的对外贸易产

品;从外商投资角度而言,虽然有增加其对我国

技术外溢的可能,但是外商对环保问题可能不够

重视。
对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还有政府财政

支出的力度(GOV),但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影响为

负向。 政府的“有形之手”之于生态建设的作用不

可否认,可能原因是,受到预算等多方因素的制

约,政府的调控无法随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

整,存在方式方法“粗线条”的问题。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人口密度(PD)、产业结

构升级(TLD&IS)等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2. 中介效应分析

表 6 报告了技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影响生态

效率的中介变量的效果,在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

率的回归模型(1)中,前者对后者在 1% 的显著水

平下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系数表现为 2. 526;在数

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回归模型(2)中,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也为正,且同样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在数

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回归模型(3)中,
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作用依旧显著。

因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生

态效率的中介变量,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

术创新正向影响生态效率,研究假设二成立。
从系数上看,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影响

系数从模型(1)的 2. 526 下降至模型(3)的 1. 801,
且生态效率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

系,系数为 0. 289,说明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和生

态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28. 73% (2. 512 × 0. 289 ÷ 2. 526)。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ee te ee

De
2. 526∗∗∗ 2. 512∗∗∗ 1. 801∗∗∗

(7. 647) (7. 774) (5. 052)

Te — — 0. 289∗∗∗

(4. 472)

Pgdp
- 0. 558∗ 1. 557∗∗∗ - 1. 007∗∗∗

( - 1. 712) (4. 883) ( - 3. 061)

Ur
3. 269∗∗ - 0. 092 3. 296∗∗

(2. 075) ( - 0. 060) (2. 176)

Pd
- 0. 154 0. 192 - 0. 210

( - 1. 102) (1. 398) ( - 1. 551)

open
- 0. 701∗ - 0. 805∗∗ - 0. 468

( - 1. 701) ( - 1. 999) ( - 1. 172)

Tld
0. 211 0. 184 0. 158

(1. 271) (1. 132) (0. 987)

Is
0. 084 - 0. 487∗∗ 0. 224

(0. 409) ( - 2. 436) (1. 126)

gov
- 3. 206∗∗ 2. 774∗∗ - 4. 007∗∗∗

( - 2. 308) (2. 042) ( - 2. 974)

_cons
7. 217∗∗ - 16. 258∗∗∗ 11. 908∗∗∗

(2. 362) ( - 5. 440) (3. 818)
Province FE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270 270 270

F 40. 352 132. 187 41. 028

R2 0. 582 0. 820 0. 615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 和 p < 0. 0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3. 稳健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检验

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这
一点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效率水平上也有

体现,为了了解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生态效率水平

之影响的异质性,同时验证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

率作用的稳定性,本文对基准回归进行区域异

质性检验。 借鉴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区域的划分

标准,鉴于东北地区样本较少(辽宁、吉林和黑

龙江三省) ,在此将其调整进东部地区,由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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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30 省份划分成东中西 3 个区域,并分别进

行回归。
表 7 报告了地区异质性检验的结果,划分区域

进行回归后,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作用在 3 大

地区仍旧明显,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

系数看,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提升

作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但整体都在 1 以

上。 本文认为,相较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东中

部具有较好的实体经济基础、具有良好的数字基

础设施,数字经济的发挥空间更大,能在促进生态

效率提升方面释放出更多的红利。 西部地区如果

能够抓住机会,积极引进技术和人才,缩小和东中

部地区的“数字差异”,发展特色数字经济产业,其
生态效率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边际改善情况

将值得期待。
表 7　 地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ee ee ee

De
3. 890∗∗∗ 3. 118∗∗∗ 1. 360∗∗∗

(5. 574) (6. 346) (4. 167)

pgdp
- 1. 213∗ 1. 040 0. 733∗

( - 1. 761) (1. 486) (1. 737)

Ur
5. 582∗∗ - 2. 550 - 1. 795
(2. 261) ( - 0. 599) ( - 0. 583)

Pd
- 0. 275 0. 235 - 0. 082

( - 0. 751) (0. 714) ( - 0. 788)

open
- 1. 350∗ - 2. 776 - 0. 596

( - 1. 857) ( - 1. 354) ( - 0. 982)

Tld
0. 262 - 2. 525∗∗∗ 0. 290

(1. 051) ( - 5. 058) (1. 097)

Is
- 0. 189 0. 808 - 0. 097

( - 0. 547) (1. 550) ( - 0. 371)

gov
- 6. 696∗∗ - 3. 888 - 0. 717
( - 2. 275) ( - 1. 323) ( - 0. 592)

_cons
14. 519∗∗ - 7. 540 - 4. 440
(2. 101) ( - 1. 587) ( - 1. 304)

Province FE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N 117 54 99

F 16. 184 35. 675 29. 013

R2 0. 574 0. 877 0. 744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 和 p < 0. 0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2)替换变量法

稳健性检验的另一种可行方式为替换变量

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是直

接的数字经济参与者,其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本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因此,本文采用“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作为各

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替换变量,并对其进行取

对数处理,以对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的影响以

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

表 8 所示。
从整体回归的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于生态

效率提升的作用依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来看,替换变量后,数字经

济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技术创新依旧发挥了重要的部分中介效应,
占总效率的 26% 。

表 8　 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整体回归

变量 ee
中介
效应

(1) (2) (3)
ee Te ee

Com 0. 319∗∗∗

(4. 935)
com 0. 319∗∗∗

(4. 935)
0. 214∗∗∗

(3. 276)
0. 236∗∗∗

(3. 873)

Pgdp 0. 073
(0. 226) te — — 0. 388∗∗∗

(6. 461)

Ur 0. 653
(0. 374) pgdp 0. 073

(0. 226)
2. 326∗∗∗

(7. 081)
- 0. 829∗∗

( - 2. 502)

Pd - 0. 145
( - 0. 965) ur 0. 653

(0. 374)
- 1. 913

( - 1. 086)
1. 395

(0. 864)

Open - 0. 277
( - 0. 633) pd - 0. 145

( - 0. 965)
0. 251

(1. 651)
- 0. 243∗

( - 1. 737)

Tld 0. 430∗∗

(2. 475)
open - 0. 277

( - 0. 633)
- 0. 427

( - 0. 968)
- 0. 111

( - 0. 275)

Is 0. 227
(1. 054) tld 0. 430∗∗

(2. 475)
0. 411∗∗

(2. 344)
0. 271∗

(1. 670)

Gov - 3. 399∗∗

( - 2. 300)
ls 0. 227

(1. 054)
- 0. 319

( - 1. 466)
0. 351∗

(1. 756)

_cons - 1. 015
( - 0. 353) gov - 3. 399∗∗

( - 2. 300)
2. 569∗

(1. 723)
-4. 395∗∗∗

( - 3. 204)
N 270 _cons - 1. 015 - 25. 900∗∗∗ 9. 030∗∗∗

F 32. 204 — ( - 0. 353) ( - 8. 930) (2. 937)

R2 0. 526 N 270 270 270

Province FE 是 F 32. 204 104. 796 38. 291

Year FE 是 R2 0. 526 0. 783 0. 599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 和 p < 0. 0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4.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计量误差、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是常见的

引起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本文的相关研

究中,一方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由 5 个子

指标通过熵值而来,且子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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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综合性指标,因此可能存在因计量偏误造

成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尽管本文在梳理过

往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对影响生态效率的

因素进行了控制,但在也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

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

法,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

检验。
本文借鉴张勋等[73]的做法,选取各省省会城

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与每年除本省之外全国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均值之乘积来构建工具变量。
就各省会城市与杭州的球面距离这一项而言,一
方面,杭州集聚了包括阿里巴巴集团等在内的众

多数字经济相关的头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中国数字经济的较高水平,距离其越近,数字

经济的发展可能越成熟,因此这项指标与各省的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备一定的相关性;另一方

面,作为地理类变量又能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

性”。 但这个距离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可能使得

工具变量难以通过第二阶段的估计,因此,参考

Nunn 等[74]的处理方式,引入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除本省外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来共

同构建工具变量。
同时,由于多数城市与杭州距离较远,使得

工具变量原始数值较大,本文对其进行取对数处

理;另外,由于杭州为浙江省省会城市,会造成浙

江省的工具变量全部为 0 的情况,为保证数据的

完整度,本文对于工具变量原始值加上常数 0. 1
再取对数。 表 9 汇报了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

结果,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仍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且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前

文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在列(2)中,工具变

量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在 1%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值为 145. 90(P 值为

0)表面工具变量通过了可识别性检验;工具变量

回归的 F 值为 359. 57(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10% 所

对应的临界值 16. 38),表明通过了弱工具变量

检验。

表 9　 内生检验结果

变量
(1) (2)
ee de

de 2. 073∗∗∗

(4. 956)
—

iv — 0. 304∗∗∗

(18. 96)

pgdp
- 0. 367 - 0. 198∗∗∗

( - 1. 077) ( - 4. 03)

ur
3. 231∗ - 0. 309
(2. 077) ( - 1. 57)

pd
- 0. 125 - 0. 008

( - 0. 897) ( - 0. 48)

open
- 0. 648 0. 008

( - 1. 590) (0. 16)

tld
0. 255 0. 049∗∗

(1. 538) (2. 34)

ls
0. 123 - 0. 003

(0. 606) ( - 0. 12)

gov
- 3. 248∗ - 0. 298∗

( - 2. 369) ( - 1. 72)
Province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145. 899 —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359. 567 —

注∗、∗∗和∗∗∗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 和 p < 0. 01 时有统计
学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在我国及全球的

影响日益显著,建设数字中国已被写入国家“十四

五”规划,成为我国 2035 年的远景目标之一,对推

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生态效率作

为刻画经济产出与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相统一的

重要尺度,其不断提升也是我国新时代实现全面

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除西藏及港澳台)
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

的影响以及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整体基准

回归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省域生态效率,
替换数字经济的表达指标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具
备稳定性。

第二,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就全国整体

而言,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生态效率的

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占到总效应比重的

28. 73% ,是数字经济推动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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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第三,通过将 30 个省份划分成东中西 3 个地

区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实证发现,数字经济对于

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均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于

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

之,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认为这与地区实体经济

的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融合

情况等紧密相连,前述条件相对较好的东中部地

区,数字经济的发挥空间更大,更能释放出其对生

态效率提升的红利;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若能抓住

机会,积极引入技术和人才,发展特色数字经济产

业,未来通过数字经济改善生态效率的可能性值

得期待。
(二)基本建议

为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更好发挥数字

经济对于生态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实现与资源

高效利用、环境有效保护相协调的高质量经济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发展数字经济,释放其对生态效率

改善的红利。 数字经济对提升生态效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数

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着力培养新业

态、新模式,引导关注数字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数

字经济正外部性、规模效应、高效资源配置作用,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投入与成本;积极推

进产业融合,助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对

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要素的逐步改善或替代;充分

发挥数字媒介、数字治理平台等对企业及社会群

众的引导教育、反馈监督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绿

色发展合力。
二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提升生态

效率的异质性,分区施策。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较

快、相关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融合程度较高的

东部地区而言,应当继续利用好在数字经济发展

上的领先优势,实现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更加密

切、更高层次的融合,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对于生

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应当把握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查漏补缺”,合理有效推动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应用场景等的建设,
积极主动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不断发挥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对
于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
互联网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应当着重加强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技术与人才的引进,探
寻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数字产业,更好实现数

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
三是,重视技术创新,发挥其对生态效率提升

的积极作用。 其一,继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关注

和投入力度,充分鼓励技术创新发展,重视技术创

新产出端的发展应用,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交流合

作,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技术创新到应用落

地的畅通,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增长效

应”、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实现经济增

长的资源生态友好化。 其二,重点关注新能源、新
材料等与生态建设紧密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激
发创新主体进行绿色创新的活力与积极性,更直

接实现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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